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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忠和，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中生代鸟类与热河生物群的研究，他发现并命名了若干中生代鸟类化石，是最早从事辽宁早期鸟类化石研究的学者之一。
    ————————————————
    在科研领域向来低调的周忠和，在科普领域却十分“高调”。
    很多年后，周忠和开始在《化石》杂志上撰写科普文章时，他内心充满对高中班主任当年订阅这本杂志的感恩。班主任也没想到这本杂志会在周忠和的成长中扮演着重要的启蒙角色。
    周忠和曾经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他的履历格外亮眼——25岁填补了白垩纪早期鸟类演化史上一个空白；34岁获美国堪萨斯大学生态学与进化生物学系博士学位，并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46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科技工作者身份之外，周忠和还有一个作为科普人的重要身份——“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是院士投身科普的先行者。从工作之初给《化石》杂志撰写科普文章算起，至今做科普已经30多年。无论线下科普还是云端科普，他总能将高冷的古生物学知识，通过讲故事、互动和幽默的方式让人们乐于倾听。
    周忠和所在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就在北京动物园斜对面的“中国古动物馆”里。这里是中国第一家以化石为载体，系统普及古生物学、古生态学、古人类学及进化论知识的国家级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可谓是“博物馆里的研究所”。
    9月1日上午，我们的采访约在了周忠和位于9楼的办公室里。故事从他高中时期的班主任谈起。
    一本杂志打开的史前世界
    一位好老师总是能打开学生的视野。
    周忠和与化石结缘，就与他高中时期的班主任有关。时光回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那时周忠和还是江苏扬州江都中学的学生。高中的第一位班主任吴凤彩给学生订阅了一份名为《化石》的杂志。按照周忠和的说法，这是当时他能读到的唯一的课外读物，但正是这本杂志为他打开了史前生命的神奇世界，也在不经意间完成了他对古生物学的启蒙。“这本杂志当年是很有影响力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最‘火’的时候，发行量有几十万册。”周忠和补充介绍。
    “为什么当时班主任会订阅这样一本科普杂志呢？”记者问。
    “可能与吴老师大学学的地质学专业有关，确切地说与一位老师的眼界有关。”周忠和很坚定这个判断。尽管周忠和那个时候没有见过真正的实体化石，也不知道自己有一天会从事古生物学研究，但对借助一块块化石的有限线索还原一段生命演化的历史产生了朦胧的兴趣。回忆当年高考填报志愿，周忠和说，自己的第一志愿是有机化学，第二志愿是古生物学专业。“第一志愿是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与大多数同学的共同选择，第二志愿则是出于兴趣。”最终因为第一志愿没有录取，周忠和被调剂到南京大学地质系。
    大学毕业后，周忠和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读研究生，毕业后留在研究所工作。人生就是这样充满着各种巧合。周忠和发现，原来当年自己心心念念的《化石》杂志就是研究所主办的刊物。
    在这里，周忠和与《化石》“再续前缘”，并从读者变成了作者。“工作之初，我们青年科研人员没有太大的压力”，于是周忠和就利用业余时间给《化石》杂志撰写科普文章。“我记得一共连载了6期。”周忠和说，“写科普文章一方面要求专业基础知识要扎实，另一方面表达要通俗易懂，要有可读性。”
    之所以能轻松撰写科普文章，跟周忠和的语文功底有很大关系。“我的语文学得还不错，这得益于小学和初中时的两位老师，一位老师是下放的知青，明显是一位很有修养的老师，另一位老师每天上课给我们讲5分钟的故事，两位老师对我影响很大。”周忠和说，“在我求学时期的每一阶段都遇到过一些好老师，这是我的幸运。”
    除了撰写科普文章，在周忠和看来，接受媒体采访也是在做科普。走上科研之路后，周忠和才发现，原来媒体对古生物也很有兴趣。从1990年周忠和在鸟类化石上有了新发现之后，他便开始与媒体打交道。“记者把我们的发现与成果写出来普及给公众，这是我最早认识到的科普。”在周忠和眼中，这些媒体记者本身也是在做科普，“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跟记者讲好专业问题，对我也是一种训练”。
    每一块化石都是一个故事
    “鸟类其实算是恐龙的后裔。”周忠和的这一说法备受关注。其实这一“结论”在国际古生物学研究领域早已不是新鲜话题。英国学者赫胥黎早在19世纪就注意到恐龙和鸟类在骨骼结构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并且正式提出“鸟类恐龙起源”的假说，后来经历一番波折，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奥斯特姆重新振兴了这一学说；1996年我国科学家在辽西首次发掘出了保存有羽毛印痕的恐龙化石“中华龙鸟”，为这一假说提供了重要证据。随后20多年时间里，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又不断取得了若干重要发现。这些发现就与周忠和早年的工作有关。
    周忠和的硕士论文写的是一种叫作北票鲟的鱼类，一有时间就需要去发掘化石。这类化石也来自辽西，与“中华龙鸟”出自同一地层。1990年，25岁的周忠和与两位研究人员在挖掘化石的过程中发现了长江白鲟祖先的化石。后来他一个人在这里继续寻找，虽然没找到鱼类化石，却找到了两块珍稀的鸟类化石。这两块化石后来被证明距今1.2亿年左右，是迄今为止已知的类似化石中保存最完整的鸟类化石，其中一件被命名为“华夏鸟”，这一发现填补了白垩纪早期鸟类演化史上一个长期的空白。
    这两块化石的发现改变了周忠和的一生。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周忠和弃“鱼”从“鸟”，转向中生代古鸟类研究。
    随后的30多年时间里，周忠和与同事先后发现并命名了几十种早期鸟类，提出了一些支持鸟类恐龙起源学说以及鸟类飞行树栖起源假说的新证据，并提出热河生物群是若干生物进化摇篮等假说，有力推动了我国在中生代鸟类研究领域的工作。
    周忠和讲述的科普故事往往与化石有关。在周忠和眼中，每一块化石就是一个故事，每一块化石都代表了一个生命演化历史的一个节点。
    作为新版《十万个为什么》（古生物卷）的主编，周忠和在该书导言中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古生物学是生物演化的墓志铭。生物的演化纷繁复杂，如同万卷丛书，它记载的地球生命的故事就印刻在化石中。尽管这套历史之书已经被大自然“撕碎揉烂”，并“散落四方”，然而古生物学家不知疲倦地寻找着岩石中生命演化的蛛丝马迹，执着地将这些不同“章节”中的零散“段落”“字句”拼接起来，为人们重现数十亿年来地球生物演化的故事。
    人们在了解了化石背后的故事之后，常常还伴随着一些疑问。这些年，周忠和常被局外人问起的一个问题是：研究古生物学到底有什么用？
    在周忠和看来，作为地质学与生物学的交叉学科，古生物学的发展为地层学、地质学、进化生物学提供了基础支撑，为博物学家对自然物的沉思增加了时间的维度。古生物研究具有特殊的科普价值的同时，对认识人文、社会发展、历史和未来也有重要启示。周忠和认为，对生命进化过程与机制的认识，是帮助人们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我们最终往哪里去”这些哲学问题的关键。
    “这些年通过在科普方面所作出的一点努力唤起更多人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进而提升国民科学素养，不仅是一份责任，也是对‘古生物研究有什么用’的最好回答。”周忠和补充说。
    “对我来说，研究化石是一种享受，最大的乐趣还是发现新的化石，尤其是在发现了一种新的物种的时候。”谈到自己的专业，周忠和说，“古生物学家就像侦探一样，可以从一块冰冷的石头里看到整个世界。” 
    我们的好奇心都去哪儿了
    在做科普的过程中，周忠和一直在呼吁保护孩子的好奇心。
    《我们的好奇心都去哪了》是周忠和曾经做过的一次演讲的题目。他认为，从研究古生物的角度看，好奇心并非我们人类所特有的，而是人类与动物共有的一种思维活动，代表对一种事物特别注意的一种情绪，也代表一种求知欲、一种探知欲望。“遗憾的是，我们的好奇心一直在不断丢失，随着年龄增长，人们的好奇心一直在减弱，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呵护好奇心。”周忠和说。
    周忠和在演讲中举过一个例子，比如刨根问底、求知若渴、天真无邪、喜闻乐见、打破砂锅问到底等，大部分好像是形容小孩的，或者说我们的孩子更多具备这样一些优点。但是用这些词来形容一个大人，可能就觉得有些奇怪。
    谈到好奇心为什么有用？周忠和说，一定程度上，一部科学发展史就是人类在好奇心驱使下不断向前探索的历史。如果缺少好奇心，你就会觉得你看到的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你就不会进一步去深究。没有好奇心，我们就提不出问题；提不出问题，我们就很难去深究，社会就很难进步。
    “为什么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呢？就是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只是数学上或实验上的一个技巧问题，而提出新的问题，从新的角度看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这才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我觉得爱因斯坦说出了科学研究的真谛。”
    “人们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往往会提出很多问题。有些时候，我们被教会了什么该学、什么不该学，因此即使你对书本之外的知识表现出了一点儿兴趣，但也没有时间去深入了解，自然也就提不出真正有价值的问题。其实，教师少教一点、多教一点无所谓，最关键的是不能让学生的兴趣没了。”
    显然，周忠和对好奇心的呵护格外重视。在他看来，义务教育阶段学习科学的目的并不是培养科学家，而是为了让孩子学会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科学家一样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尤其重要的是要培养对科学的兴趣和爱好。
    科普是科学家的“分内事”
    作科普报告时，周忠和通常会留出互动时间，如果是一个小时的报告，他至少会留出半个小时用来互动，主要是让学生提问。
    “如果学生问到的问题我暂时回答不了，没关系，我就坦诚面对，我会给学生说，等回去查阅了资料再给予回复。”周忠和说，“科普工作者要尊重基本的科学事实，秉持严谨科学的态度解释问题，一是一，二是二，对于不清楚的内容要直言‘不清楚’，不能含糊不清。”
    做科普周忠和是专业的，也是认真的。多年来，周忠和做得最多的科普工作是给大中小学生和社会公众作科普报告。从达尔文进化论到鸟类的起源、早期鸟类的演化，从热河生物群的介绍到热河生物群的埋藏，从贵州的古生物到古生物学、化石漫谈，再到中国古生物学的百年历史等，周忠和努力让每一次科普讲座都有所变化，也因此他的讲座颇受学生欢迎。   
    周忠和做科普并非近年来才开始的工作。30多年来，周忠和的科研工作与科普工作是相互交织的。除了早年在《化石》杂志撰写科普文章，2003年周忠和就登上《百家讲坛》主讲“古鸟寻踪”。随后几年，周忠和与他的团队参与了大量的科普讲座、电视节目直播和地方博物馆建设等工作。“我研究的领域是地球科学与生命科学的交叉，大家对地球历史、生命历史都有兴趣，对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话题也都比较喜欢，做科普效果也就相对好一些。”周忠和说。
    一位院士为什么如此热衷做科普？
    “我做科普是希望能够推动学科发展，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学科，促进学科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力。”周忠和说，这是他做科普的“小算盘”。
    在周忠和看来，院士参与科普工作有很多积极意义，一方面可以起到带头与引导作用，带动广大科技人员的参与；另一方面作为科研一线的专家，他们的科普作品首先体现的是学术的严谨性。
    谈到走进中小学进行科普宣讲，周忠和坦言，“最近两年，进校园少了，不是不愿意去，而是更考虑效率，毕竟学校太多，走进一所学校的影响面也有限，但是做一次线上直播可能会影响成千上万人。平时的科研工作也很繁重，一个人分身乏术，这就需要抓重点，讲效率”。
    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周忠和每年都会围绕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普工作方面建言献策。对社会正在升温的科普工作，周忠和尤其强调的是政策。他坦言，过去的确存在科学家“不愿、不屑、不敢、不擅长”做科普的“四不”窘态，甚至被认为“科学家做科普是不务正业”。近年来科普氛围明显加强了，在他看来，政策是第一位的，政策是风向标，也是导航仪，从某种程度上说，政策比资金支持更重要。与此同时，科普工作需要全社会协同起来，仅靠院士带动是远远不够的，要形成全社会尊重科学、崇尚科学的大科普格局。
    （人物简介：周忠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






